
中国的环境污染排放会
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吗？

董晓松　 杨大力

摘 要　 一般认为， 随着国民收入的提升， 污染排放将先增后减， 即呈

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然而中国并不能完美地展现这一规律， 这可能是中国

作为人口与制造业大国的特殊内外因组合所致。 将污染排放分为生产污染排

放与生活污染排放， 作者选取废水 （污水） 排放量、 ＣＯＤ 排放量和 ＳＯ２ 排

放量三项指标， 基于 １９９７ 年 ～ ２０１３ 年全国 ３１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分别检

验生产污染、 生活污染人均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结果表明， 中国生

产污染排放与生活污染排放存在显著的异步性； 随着人口总量的增加、 城镇

化率的上升以及经济等因素的改变， 中国污染排放有些指数的拐点初现， 但

总体进入转折期的前景尚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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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全球变暖、 物种灭绝、 植被锐减、 资源殆尽等自然环境破坏现象与人类活动之间

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 （Ｓｐａｎｇｅｎｂｅｒｇ， ２００７）。 经济社会活动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已成为

当代学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众多研究成果中，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 ＥＫＣ） 以极为简练、 形象的形式描述了环境污染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

之间的关系， 即污染与收入之间的倒 “Ｕ” 型曲线。 继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１）
验证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倒 “Ｕ” 型关系的存在后， ＥＫＣ 假说在实证研究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 其思想与形式深刻地影响了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后续研究工作。 针对不同污染

物和不同地区， 学者们应用参数和非参模型， 以时间序列、 截面或面板模型等方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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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检验了这一假说。
然而， 相关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 部分学者对传统的简约式 （Ｒｅｄｕｃｅｄ⁃ｆｏｒｍ）

ＥＫＣ 模型提出了质疑。 Ａｒｒｏｗ 等 （１９９５） 和 Ｐａｎａｙｏｔｏｕ （１９９５） 认为简约式 ＥＫＣ 并没

有指出收入增长能够改变环境质量的内部机理， 而仅仅呈现一种统计上的相关性。 简

约式 ＥＫＣ 的内涵还可能误导公共政策： （１） 由于表现形式过于简单， 简约式 ＥＫＣ 容

易导致 “经济增长将最终解决环境问题， 无须其它因素发挥作用” 的误解。 Ｃａｒｓｏｎ
（２０１０） 反复强调收入增长本身并不是环境质量改善的重要决定因素， 但那些重要的

决定因素常常 （但不总是） 伴随着收入的变化而变化， 如经济结构和环境质量偏好

等。 （２） 简约式 ＥＫＣ 模型容易使人误以为经济增长可以同时解决所有污染问题。 在

传统的污染物和污染源减少的同时， 往往另有新的污染物和污染源出现， 或者以往次

要的污染物、 污染源转变为主要污染物、 污染源， 人类活动产生的所有污染物与污染

源并不能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完全消失。 Ｐｅｒｍａｎ 和 Ｓｔｅｒｎ （２００３） 的研究成果指出， 仅

考察简约式 ＥＫＣ 模型时， 倒 “Ｕ” 型曲线并不存在， 环境退化更可能是收入增加的

单调上升函数， 并且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 以及技术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比收入

改变的影响更为贴近现实情况。 Ｄａｓｇｕｐｔａ 等 （２００２） 更是直接指出， 多年来包括中国

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环境问题不断加重、 并没有改善的趋势， 这显然与 ＥＫＣ 假说不

相符。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 社会快速转型， 国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

然而， 与经济增长相比， 中国的环境保护理念、 规制与行动总体上仍相对滞后， 导致

中国环境质量严重下降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２００８）。 鉴于此， 本文以中国为实证研究的样

本， 尝试从生产污染和生活污染相分离的视角解释 ＥＫＣ 研究中存在的分歧。 人类的

消费活动与生产活动导致环境污染， 并且由于同步性并不一致， 二者对环境污染的贡

献也需要分别度量。 在文章结构方面， 第二部分通过文献综述分析了 ＥＫＣ 的本质，
从生产和生活两方面探讨人类活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得到研究所需的实证框架； 第

三部分通过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探讨了中国生产污染与生活污染排放的异步性； 第四

部分是经验模型的建立、 估计和解释； 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 ＥＫＣ 的本质

（一） ＥＫＣ 的概念与内涵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和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１） 用规模效应、 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简要阐释区域环

境污染的结构性内涵。 规模效应是指在不考虑减排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情况

下， 单纯由经济增长导致的污染排放增加； 技术效应是指由经济增长导致技术进步与

改良带来的污染排放减少； 结构效应是指不同产业、 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等结构性因素

所导致的污染排放不同。 这三种效应也被认为是研究 ＥＫＣ 问题时不可或缺的三种因

素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１；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１９９３； Ｐａｎａｙｏｔｏｕ， １９９３）， 分解模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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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为：

Ｅｙ ＝ ∑ ｉ
ａｉｔ ｓｉｔ Ｙｔ （１）

其中， Ｙｔ表示经济活动的规模； ｓｉｔ是部门 ｉ 在 ｔ 时期的产出占整个经济规模的份

额， 代表由产业组成或社会构成等决定的影响污染排放量的结构性因素； ａｉｔ是部门 ｉ
在 ｔ 时期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 由该部门在该时期的技术水平所决定； 上述三者共

同决定了 Ｙｔ 规模下的污染排放总量 Ｅｙ。 随着人类社会物质的不断丰富， 经济总量将

不断增长， 但结构性因素与技术水平会得到改良， 使得污染排放量经历一个先升后降

的倒 “Ｕ” 型曲线， 即 ＥＫＣ 形式。
一般情况下， ＥＫＣ 的经验估计是对某一环境因变量 （环境污染浓度水平或人均

污染排放量） 与人均收入水平的非线性关系做回归分析， 可表示为：

Ｅ ＝ β０ ＋ β１Ｙ ＋ β２ Ｙ２ ＋ ε （２）

式 （２） 通常被称为估计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的简约式模型 （Ｐａｎａｙｏｔｏｕ， １９９７）。
其中， Ｅ 是环境因变量； Ｙ 通常以人均 ＧＤＰ 等指标代表收入水平以及生产水平； Ｙ 和

Ｙ２ 的设置是为了描绘污染排放量随着收入水平和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呈现出的先

增加后减少的倒 “Ｕ” 型曲线； ε 是误差项。 当估计结果 β１ 为正、 β２ 为负时， 环境

污染与人均 ＧＤＰ 之间呈现倒 “Ｕ” 型关系。 ＥＫＣ 模型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因

果关系阐释模型， 而是将污染排放量与收入水平、 生产水平 （人均 ＧＤＰ） 相联系的

描述性模型。 ＥＫＣ 模型虽然形式简单、 指标单一， 但因高度形象地描述了人类活动

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复杂关系而得到广泛应用。
（二） 人类活动影响环境质量

ＥＫＣ 模型的基本假设是： 人类活动是污染排放的主要起因， 人类活动导致了环

境变化。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由来已久， 公元前 ８００ 年左右， 中国的森林便由于种

植梯田水稻而被大规模砍伐 （Ｅｌｖｉｎ， ２００８）， 罗马帝国的繁荣程度与周边土地和水的

污染程度呈正相关 （Ｋｕｌａ， １９９８）。 １７９８ 年， 马尔萨斯在其著名的 《人口原理》 一书

中提出技术进步的人口增长极限就是自然资源的极限。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初， ＩＰＡＴ 模型

被用于概述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总体影响， 即环境影响 （ Ｉｍｐａｃｔ） 受人口规模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财富 （ 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 和技术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的共同作用 （ Ｅｈｒｌｉｃｈ ａｎｄ
Ｈｏｌｄｒｅｎ， １９７１； Ｃｏｍｍｏｎｅｒ， １９７２）。 人类活动与环境污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本文

将人类活动划分为生产与生活两部分。
１􀆰 人类生产活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工业革命以来， 虽然工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并提高了生活标准， 但也产生

了工业废物乃至有毒物质等副产品。 工业支撑着经济的发展， 但往往伴随着环境污

染， 这始终挑战着人类增加产出的决心 （Ｃａｒｌ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ｌｏｆｆ， ２０００）。 产业政策的目

标始终是刺激投资的增加， 因而今天的环境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 Ｓｚｉｒｍａｉ ｅｔ 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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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历史经验表明， 现代工业过程对全球环境的恶化起了主要作用， 许多国家积

极推动制造业以促进经济发展， 在力图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导致环境恶化。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为了缓解环境污染， 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工业生

产全过程的节能减排 （Ｒｙｄｖａｌ ａｎｄ Ｗｉｌｓｏｎ， ２０１２）。
２􀆰 人类生活活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近年来， 研究者们对衡量家庭消费模式对环境的影响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 包

括对不同类型家庭生活产生环境污染的比较研究以及生活行为所产生的工业需求等。
如针对美国不同类型的家庭， Ｈｅｒｅｎｄｅｅｎ 等创造性地提出 “生存的能源成本”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ｓｔ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的概念， 同时考虑了使用家庭用品的直接能源成本和间接能

源成本 （Ｈｅｒｅｎｄｅｅｎ ａｎｄ Ｔａｎａｋａ， １９７６； Ｈｅｒｅｎｄｅｅｎ ｅｔ ａｌ􀆰 ， １９８１）。 另外一些研究不仅

考虑了能源的货币成本， 还关注了相关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排放等污染成本， 如

Ｖｒｉｎｇｅｒ 和 Ｂｌｏｋ （１９９５） 对荷兰的研究， Ｐｅｔｅｒｓ 和 Ｈｅｒｔｗｉｃｈ （２００６） 对丹麦的研究等。
Ｌｅｎｚｅｎ 等 （２００６） 更是比较分析了澳大利亚、 巴西、 丹麦、 印度和日本等五个国家

的家庭能源需求差异， 以及各国家庭污染排放的变化规律。 此外， 政府与非营利组织

也越来越认识到， 家庭个体的节能减排问题特别具有挑战意义 （Ｓｅｒｒｅｔ ａｎｄ Ｆｅｒｒａｒａ，
２００８）。 以温室气体排放为例， 在澳大利亚， 家庭虽然仅消费了全国 １３％ 的最终能

源， 却至少贡献了 ３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Ｇｒａ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 在欧盟和美国， 家

庭排放的温室气体分别占各自排放总量的 ４１％ 和 ３６％ （Ｓｔｅｅｍｅｒｓ， ２００３）。 可见， 家

庭消费已经成为影响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

三、 中国生产污染与生活污染异步性的实证分析

（一） 中国生产污染与生活污染排放的异步性

就中国现状而言， 生活污染与生产污染排放应存在一定的独立性。 首先， 中国

生产的产品总量与中国消费的产品总量高度不一致， 也就不存在生产污染与生活污

染排放总量的同步。 在农业社会， 人类生产活动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封闭、 自给自足

的状态， 一地的产品生产基本对应当地的生活消费。 随着对外贸易剧增， 一地的生

产开始向其它地区服务， 不同地区间产生大量产品交换， 导致本地生产与消费的差

距越来越大 （Ｓａｗｈｎｅｙ ａｎｄ Ｒａｓｔｏｇｉ， ２０１４）。 贸易污染转移学说指出经济增长除需承

受本地消费的污染物外， 也将面对贸易带来的异地消费污染 （ Ｔｏｂｅｙ， １９９０；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２００９）， 高度的经济外部依赖性将影响一个地区的污染排放量和构成。 中

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 大量产品供给其它国家或地区， 本国的消费能力只能决定部

分的生产能力， 这也会在污染排放量和构成上反映出来。 此外， 对外贸易还可以通

过其它渠道单独影响生产的污染排放。 开放贸易后， 有些国家倾向于采取更宽松的

环境监管以取得或保持国际竞争力， 这一观点被称为 “竞次” （Ｒａ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假说 （Ｆｒａｎｋｅｌ ａｎｄ Ｒｏｓｅ，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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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中国的生产效率改变不能同步转化为生活品质改变， 进而导致生产污

染排放变化与生活污染排放变化的异步性。 一般而言， 生产活动的改变通过家庭

收入和产品使用的改变， 可以有效传递给生活活动。 但由于经济高度依赖外部市

场， 中国生产部门 “制造” 的产品与家庭生活 “消费” 的产品在数量与质量上差

异巨大， 进而造成生产污染与生活污染排放量的不同步。 此外， 中国生活污染的

产生往往与人们的环保意识和生活习惯等相关， 其变化规律和影响因素比生产污

染更为复杂， 变化周期也更难以把握 （肖周燕， ２０１５）。 由于分配机制不合理、
劳方谈判能力有限等原因， 劳动力收入水平提升的速度长期低于生产力水平提升

的速度，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没能有效转化为家庭收入的提高 （Ｗｈｙｔｅ， ２００９； 安体

富、 蒋震， ２０１２）， 生产活动的变化也就难以通过收入传递到生活活动。 换而言

之， 生产水平变化无法较大比例地转化为当期消费水平变化， 导致了中国的生产

污染与生活污染的异步性。
（二） 中国生产污染和生活污染的描述性分析

１􀆰 中国污染排放的结构变化

为考察生活污染排放对总污染排放的贡献， 本文分别对比了工业和生活的废水

（污水）、 ＣＯＤ 及 ＳＯ２ 排放量 （数据来源于 《新中国六十五年》 与历年 《中国环境统

计年鉴》）， 如图 １ ～ 图 ３ 所示。 可以看出， ２０１３ 年， 生活污水排放量是工业废水排

放量的 ２􀆰 ３１ 倍， 生活 ＣＯＤ 排放量是工业排放的 ２􀆰 ７８ 倍， 生活 ＳＯ２ 排放量是工业排

放的 ０􀆰 １１ 倍。 可见， 生活污染排放已经成为中国污染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容忽视。

图 １　 中国废水 （污水） 排放量的变化趋势

２􀆰 生产污染与生活污染的异步性

为进一步明确中国生产污染排放与生活污染排放的区别， 针对上述三种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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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 ＣＯＤ 排放量的变化趋势

图 ３　 中国 ＳＯ２ 排放量的变化趋势

本文分别比较生产、 生活人均污染排放量与人均 ＧＤＰ 的相关性。 就污水 （废水） 排

放而言 （图 ４、 图 ５）， 中国的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随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呈现先增后减

的趋势， 而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随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就 ＣＯＤ 排

放而言 （图 ６、 图 ７）， 可以看出， 随着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 人均工业 ＣＯＤ 排放量总体

呈现下降趋势， 而人均生活 ＣＯＤ 排放量却呈现上升趋势。 就 ＳＯ２ 排放而言 （图 ８、
图 ９）， 研究发现， 随着人均 ＧＤＰ 的增长， 中国人均工业 ＳＯ２ 排放量先持续增加， 随

后呈现下降， 并暂时稳定在一个排放水平上； 与此同时， 人均生活 ＳＯ２ 排放量在不断

下降。
近 ２０ 年来， 中国的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和人均生活 ＣＯＤ 排放量在不断增加，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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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 ＧＤＰ 的散点图

图 ５　 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与人均 ＧＤＰ 的散点图

人均生活 ＳＯ２ 的排放量在不断下降。 对于生产污染排放， 工业废水、 工业 ＣＯＤ 的人

均排放量在不断下降， 而工业 ＳＯ２ 的人均排放量总体呈增加趋势。 由此可见， 中国生

产污染与生活污染的排放量变化趋势并没有表现出同步性。
进一步分别对三种污染物的生产排放与生活排放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 １ 所

示。 三者的相关系数均为负， 即中国人均生产污染排放量与人均生活污染排放量呈显

著负相关。 中国工业生产的污染排放与城镇生活的污染排放并不是亦步亦趋， 而是在

一定程度上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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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人均工业 ＣＯＤ 排放量与人均 ＧＤＰ 的散点图

图 ７　 人均生活 ＣＯＤ 排放量与人均 ＧＤＰ 的散点图

综上所述， 中国的生活污染排放量在污染排放总量中占有一定的比重， 某些污染

物的生活排放甚至超过工业排放。 并且， 中国生活污染排放量的增长趋势并没有与生

产污染排放量保持一致， 二者差异巨大。 研究中国污染排放问题， 不能简单地将生活

污染与生产污染加总后统一考察， 因为二者均为污染排放的重要来源， 并且增长趋势

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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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人均工业 ＳＯ２ 排放量与人均 ＧＤＰ 的散点图

图 ９　 人均生活 ＳＯ２ 排放量与人均 ＧＤＰ 的散点图

表 １　 中国人均生产污染排放量与人均生活污染排放量的相关性

污染物 废水（污水） ＣＯＤ ＳＯ２

相关性 － ０􀆰 ４６７∗∗∗ － ０􀆰 ７９８∗∗∗ － ０􀆰 ６０８∗∗∗

　 　 注：∗∗∗表示在 ０􀆰 １％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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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模型、 数据与估计

本文的实证研究首先将中国污染排放的考察对象分为生产与生活两个方面， 然后

根据理论分析， 综合考虑了生产污染的市场结构因素与生活污染的消费结构因素。 为

了避免单一污染指标的片面性， 实证研究选择了污水 （废水）、 ＣＯＤ 和 ＳＯ２ 三种污染

物。 本文利用 １９９７ 年 ～ ２０１３ 年间 ３１ 个省份 （不包括香港、 澳门和台湾） 的面板数

据， 分别估计中国生产污染排放与生活污染排放的 ＥＫＣ 模型。 数据来源于 《新中国

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以及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省、 市、 区统计年鉴， 缺失数

据以平滑法补齐。 涉及的产值与收入数据均以 １９８０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处理。 本文借

鉴 Ｔｏｒｒａｓ 和 Ｂｏｙｃｅ （１９９８） 的研究成果， 采用如下模型：

Ｅ ＝ α０ ＋ α１Ｙ ＋ α２ Ｙ２ ＋ α３ Ｙ３ ＋ βＸ ＋ ε （３）

式 （３） 的含义与式 （２） 基本一致， 式 （３） 增加了 Ｙ３。 这是因为， 某地区单

一污染指标的人均排放量在倒 “Ｕ” 型的基础上， 有可能出现再次增长的现象， 因而

增加自变量的三次项， 以检验这种趋势是否存在。 此外， 式 （３） 新增加的 βＸ 是影

响污染排放的结构性变量矩阵 Ｘ 与其系数矩阵 β 的乘积， 表示生产污染与生活污染

产生的社会结构性差异。
（一） 中国生产污染排放的 ＥＫＣ 模型估计

１􀆰 变量选择

本研究以式 （３） 为基础验证中国生产污染的人均排放量与人均工业产值的关

系， 利用本期人均工业产值衡量工业技术水平。 虽然工业生产效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水平， 但并不意味着工业生产效率可以完全代表技术水

平， 因为可能存在时间迟滞性与空间外溢性。 为此， 本文采用时间与空间固定效应模

型， 以部分弥补工业生产效率变量的指代不足 （Ａçıｃı， ２０１３）。 控制变量包括： （１）
城镇化率。 城镇化发展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复杂而又重大， 对第二产业也有一定影响

（蒋洪强等， ２０１２）。 王会和王奇 （２０１１） 关于城镇化对污染排放影响的测算表明，
城镇化率每增加 １ 个百分点， 工业 ＣＯＤ 排放量、 工业 ＳＯ２ 排放量分别增长 ０􀆰 ４８％ 、
０􀆰 ４４％ 。 本文的城镇化率为城镇常住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 （２） 教育水平。 Ｈｉｌｓｏｎ
（２０００） 指出， 教育水平的提升将有效提高员工的工作技能， 因而可以进一步在生产

环节抑制污染排放。 Ｔｅｏｈ 和 Ｔｈｏｎｇ （１９８４） 认为 “教育水平提升将显著提高企业的

社会责任感”， 而环境保护社会责任感的提高将减少企业的污染排放量。 此外， 教育

水平的不断提升， 也将提高环境监管部门的工作效率， 进而导致工业污染排放量下降

（Ｃｏｒｄａｎｏ ａｎｄ Ｆｒｉｅｚｅ， ２０００）。 本文采用接受过高等教育人口数量占六岁以上人口数量

的比重作为衡量教育水平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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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估计结果

人均生产污染排放量与人均工业产值的估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从废水和 ＳＯ２ 两项

污染指标的估计结果可以观察到倒 “Ｕ” 型关系： 污染最初随着人均工业产值的增加

而增加， 随后下降。 人均工业产值立方项在统计上显著为正， 但系数较小， 根据

Ｔｏｒｒａｓ 和 Ｂｏｙｃｅ （１９９８） 的研究， 这意味着污染排放量存在再次上升的可能性。 从

ＣＯＤ 排放量的估计结果来看， 一次项显著为负， 二次项、 三次项系数不显著， 说明

在我们的观察期内， 中国各省份的工业 ＣＯＤ 排放量总体呈现一个长期减少的状态，
并不符合倒 “Ｕ” 型关系。 在结构性因素方面， 城镇化率与工业废水和工业 ＳＯ２ 排放

量总体呈现正相关关系， 说明城镇化增加了工业污染的人均排放量。 但是， 城镇化并

不是对所有的污染物排放量都有正向作用， 在工业 ＣＯＤ 排放方面就呈现出负向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本文选取的数据时段是 １９９７ 年 ～ ２０１３ 年， 在这个时段内， 与城镇化相

关的其它因素已经发挥作用。 教育水平对工业废水排放抑制作用显著， 然而在抑制工

业 ＣＯＤ 排放与工业 ＳＯ２ 排放上的作用并不显著。

表 ２　 生产污染排放的估计结果

变量 废水 ＣＯＤ ＳＯ２

人均工业产值 ２􀆰 ７１ｅ － ０４∗∗∗ － ４􀆰 ９３ｅ － ０４∗∗ １５􀆰 ３６ｅ － ０４∗∗

人均工业产值２ － ２􀆰 ８６ｅ － ０９∗∗∗ ２􀆰 ２８ｅ － ０９ － ２􀆰 ６２ｅ － ０８∗∗∗

人均工业产值３ ７􀆰 ６５ｅ － １５∗∗∗ － ３􀆰 ５５ｅ － １５ ７􀆰 ８７ｅ － １４∗∗∗

城镇化率 １７􀆰 ５１３∗∗ － ３９􀆰 ６８６∗∗ １４４􀆰 ４０５∗∗∗

教育水平 － １􀆰 ０１５∗∗∗ ０􀆰 １４１ ０􀆰 ７９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２􀆰 ６０２∗∗∗ ６６􀆰 ７９６∗∗ ７５􀆰 ９２２∗∗∗

Ｒ２ ０􀆰 ２３７ ０􀆰 ２５２ ０􀆰 ２０８

Ｆ ３０􀆰 ５７∗∗∗ ３３􀆰 ０４∗∗∗ ２５􀆰 ８４∗∗∗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

（二） 中国生活污染排放的 ＥＫＣ 模型估计

１􀆰 变量选择

仍以式 （３） 为基础验证中国的生活污染人均排放量与人均消费水平的关系， 以

本期人均消费金额 （地区总消费额除以常住人口数） 指代消费水平。 研究仍然利用

时间与空间固定效应， 部分弥补消费水平变量的指代不足， 并仍考虑消费污染的结构

性因素。 （１） 城镇化率。 一是城镇化率提升使得城市规模扩大， 造成个人交通排放

等污染量增加。 Ｃｏｌｅ 和 Ｎｅｕｍａｙｅｒ （２００４） 认为， 相对于乡村地区而言， 汽车等交通

工具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城镇化地区。 二是城镇化率的提升， 使得身处城市的居民生活

方式更加耗能并产生更多污染。 Ｔｏｒｒａｓ 和 Ｂｏｙｃｅ （１９９８） 指出， 城镇化进程导致城市

内部不同类型污染物的释放水平提高； 城镇化程度越高， 城市内人均污染物排放量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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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２） 教育水平。 应将教育措施设置为地区污染的控制变量之一， 因为教育的普

及是控制污染排放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教育可以提升个人的风险意识以及个人环境保

护需求 （Ｔｏｒｒａｓ ａｎｄ Ｂｏｙｃｅ， １９９８）。 因而在控制收入的前提下， 随着消费者教育水平

的不断提高， 预期消费产生的边际污染排放量会下降。
２􀆰 估计结果

人均生活污染排放量与人均消费水平的估计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对生活污染排放三

项污染指标的回归估计均未出现倒 “Ｕ” 型曲线。 生活污水人均排放一次项、 二次项

显著为正， 三次项显著为负， 但系数较小， 说明在观察期内生活污水人均排放量不断

攀升， 污染排放量下降的可能性较小。 生活 ＣＯＤ 排放量与消费水平之间不存在明显

的关联性。 生活 ＳＯ２ 人均排放不断减少， 但有上升的可能性， 三次项虽显著为负， 但

系数较小。 在结构性因素方面， 城市扩张显著增加污水和 ＣＯＤ 的排放， 而由于城市

生活方式的改进， ＳＯ２ 排放量在不断下降。 而教育程度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说明就

消费个体而言， 教育对污染的抑制作用不明显。

表 ３　 生活污染排放的估计结果

变量 污水 ＣＯＤ ＳＯ２

人均消费水平 １􀆰 ６７ｅ － ０３∗∗∗ ２􀆰 ４９ｅ － ０３ － ５􀆰 ７２ｅ － ０３∗∗

人均消费水平２ ４􀆰 ４１ｅ － ０８ － ２􀆰 １１ｅ － ０７ ４􀆰 ６７ｅ － ０７∗∗∗

人均消费水平３ － ２􀆰 ８３ｅ － １２∗∗∗ ７􀆰 ０７ｅ － １３ － １􀆰 ２５ｅ － １１∗∗∗

城镇化 ９􀆰 ８０２∗∗ ５３􀆰 ４２９∗∗ － １􀆰 ３７１

教育水平 ０􀆰 ０５９ － ０􀆰 ８２３ － １􀆰 ０９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８􀆰 ６９０∗∗∗ ４６􀆰 ５８６∗∗∗ ５８􀆰 ４０８∗∗∗

Ｒ２ ０􀆰 ７９２ ０􀆰 ２６３ ０􀆰 ２０３

Ｆ ３７４􀆰 ３６∗∗∗ ３５􀆰 ０９∗∗∗ ２４􀆰 ９４∗∗∗

　 　 注：∗∗∗、∗∗、∗分别表示在 １％ 、 ５％ 、 １０％水平上显著。

需要说明的是， 生产与生活污染排放的部分估计结果显示教育水平对污染的抑制

作用不显著， 可能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一是目前中国教育还不足以有效增强人

们的环保意识， 进而无法有效抑制环境污染行为； 二是教育水平与城镇化率等变量的

指标数据之间有共线性问题， 因而可能造成估计结果的不显著。

五、 结论

本文通过对全国 ３１ 个省份连续 １７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分别考察中国的生产

污染及生活污染问题， 发现部分污染物排放符合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特征， 主要

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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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工业污染排放中， 部分污染物的排放遵循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不同

污染物的排放变化曲线存在不同步与波峰交替出现的现象。 此外， 中国的生产污染排

放与生活污染排放存在显著的异步性， 二者并非随生产效率的提升而同步改变。
（２） 中国污染问题的预测与应对需要考虑中国在全球经济体中的地位与中国的

特定发展时期， 需要综合考虑城镇扩张、 教育水平等结构性因素。 在样本的观察期，
随着生产水平不断提升， 人均生产污染排放量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对于生活污染排

放， 随着居民消费水平提升， 各种污染物排放量并没与生产污染出现一致的变化趋

势， 也没有显著地呈现倒 “Ｕ” 型曲线。 此外， 总的来看， 中国的城市扩张不断推动

污染排放量增加， 而教育水平的提升在抑制污染方面作用有限。
（３） 中国对生活污染的治理刻不容缓。 中国的生活污染排放在总量和结构上都

处于一个高涨期，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 使得更多的人进入城市，
享有城市高能耗、 高污染的生活方式， 因而造成更多的污染。 另一方面， 随着收入水

平的不断提高， 家庭会拥有更大的消费能力， 而目前还无法很好地抑制家庭消费带来

的污染， 需要更好的方式来约束和教育中国家庭， 提升公民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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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ｗｈｎｅｙ， Ａ􀆰 ａｎｄ Ｒ􀆰 Ｒａｓｔｏｇｉ （２０１５），“ Ｉｓ Ｉｎｄｉ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Ｐｏｌｌｕ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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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Ｓ⁃Ｉｎｄｉａ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３８（２），ｐｐ􀆰 ３６０ － ３７８．
Ｓｅｒｒｅｔ， Ｙ􀆰 ａｎｄ Ｉ􀆰 Ｆｅｒｒａｒａ （２００８），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ＥＣ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Ｈｏｕｅｈｏｌ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 ｐｐ􀆰 １８１ － １９７．
Ｓｐａｎｇｅｎｂｅｒｇ， Ｊ􀆰 Ｈ􀆰 （２００７），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Ｒｉｓｋｓ”，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５（６），ｐｐ􀆰 ３４３ － ３５６．
Ｓｔｅｅｍｅｒｓ， Ｋ􀆰 （ ２００３ ），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３５（１）， ｐｐ􀆰 ３ － １４．
Ｓｚｉｒｍａｉ， Ａ􀆰 ，Ｗ􀆰 Ｎａｕｄé ａｎｄ Ａ􀆰 Ａｌｃｏｒｔａ （２０１３），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Ｔｅｏｈ， Ｈ􀆰 Ｙ􀆰 ａｎｄ Ｇ􀆰 Ｔｈｏｎｇ（１９８４），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Ｌｏｏｋ ａ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９（２），ｐｐ􀆰 １８９ －２０６．
Ｔｏｂｅｙ， Ｊ􀆰 Ａ􀆰 （１９９０），“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Ｔｒａｄｅ：

Ａｎ 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Ｋｙｋｌｏｓ， ４３（２）， ｐｐ􀆰 １９１ － ２０９．
Ｔｏｒｒａｓ， Ｍ􀆰 ， ａｎｄ Ｊ􀆰 Ｋ􀆰 Ｂｏｙｃｅ（１９９８），“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５（２），ｐｐ􀆰 １４７ － １６０．
Ｖｒｉｎｇｅｒ， Ｋ􀆰 ａｎｄ Ｋ􀆰 Ｂｌｏｋ（１９９５），“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２３ （１０），ｐｐ􀆰 ８９３ － ９１０．
Ｗｈｙｔｅ， Ｍ􀆰 Ｋ􀆰 （２００９），“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ｏｏｍ”，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３５（１），

ｐｐ􀆰 ３７１ － ３９２．

Ｗｉｌｌ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

ＤＯＮＧ 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１， ＹＡＮＧ Ｄａ⁃ｌｉ２

（１􀆰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０７１， Ｃｈｉｎａ；
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Ｓ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ｓ ｒｉｓ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ｌ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Ｋｕｚｎｅｔｓ Ｃｕｒｖｅ （ ＥＫＣ） 􀆰 Ｙｅｔ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ｉ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ｔｓ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ｂｙ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３１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ｕｎｉｔ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ｗａｓｔｅ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ＣＯ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ｗ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Ｗｅ
ｆｉ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Ｋ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ｂｕ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ｃｌｏｕｄ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ＥＫ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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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松　 杨大力： 中国的环境污染排放会遵循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吗？


